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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經常使用西方史學的方法進行佛學研究，然而研究的結論經常不能令佛

教界心悅誠服，乃至產生許多的衝突。這種採用西方史學方法進行佛學研究始自清

末民初，研究者對於西方史學研究方法的採用，產生對中國史學的全面性衝擊。於

是史學界便有所謂的「疑古派」史學家不斷地出現，成為近代史學研究的主要流派。

疑古派的研究態度對於史學研究雖有所貢獻，但是也經常產生荒謬不經的結論而貽

笑大方，例如顧頡剛就是代表性人物。顧頡剛提出中國古代史是「層累地」造成，

震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但是，他認為「禹是一條蟲」，則又淪為史學研究的笑柄。

為什麼一位精於運用史學方法的學者，竟然會有評價這麼極端的結果？答案是，疑

古派以「不知為不有」作為研究的思想前提，導致凡是「不知的」就一定「不存在」

的誤謬。1 除此之外，東西方史學研究方法過於重視文字文獻而缺乏實地證實的方

法，其不足與錯誤也是導致誤謬的重要因素。綜合而言，對於西方史學思想與方法

的全面採用，而沒有反思其前提是否正確的能力，也就沒有發現其謬誤而加以批判

的智慧，這樣的研究必然導致研究成果品質的不穩定，乃至於全盤皆錯的境地。 

同樣的，既然學術界使用史學方法進行大眾所熟悉之世俗世界的歷史研究，尚

且產生極大的錯謬；若要對於本質上超越世俗世界，追求法界實相智慧的佛教來進

行學術研究，如果研究者本身沒有認識清楚生命與法界的本質與事實真相，也不相

信佛教中有真實修行與實證實相智慧的事實時，有可能不犯下錯誤嗎？對於這樣的

命題，我們並不學習疑古派所主張「懷疑一切」的錯誤前提與態度；相反的，本會

一些研究人員以實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從符合傳統佛教實證精神的三量原則，強調

「實證佛教、實踐佛學」的重要性，2 進行史學命題的專題研究，以論文的形式提

出研究成果，並且通過審查。茲臚列本期採用的三篇論文如下： 

1、真史學與新史學—以《阿含經》略論佛教的史學地位（蔡禮政） 

2、史權、史責與史家（白志偉、蔡禮政） 

3、佛學研究與歷史想像—以阿含部經典略評呂凱文〈從兩類《央掘魔羅經》

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高惠齡、蔡禮政） 

                                                 
1 請參考杜正勝著，《新史學之路》，三民書局（台北），2004，頁 98-101。 
2 請參考《正覺學報》創刊號〈創刊詞〉、〈編者序言〉，正覺教育基金會（台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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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禮政著作的〈真史學與新史學—以《阿含經》略論佛教的史學地位〉，係針

對史學史的發展脈絡中，近代梁啟超以「新史學」之名，對於舊史學展開一系列有

關於歷史的定義、主體範圍等等進行批判。而東西方史學界皆不約而同地以「新史

學」之名，提出各種歷史理論與哲學觀念著作史籍，挑戰前人的理論與哲學觀點，

乃至引發後現代主義對於傳統歷史主義的種種挑戰；於是基於文獻、文字、實物等

等歷史遺跡作為史學基礎的傳統史學幾近於崩解，形成史學界「歷史之死」的恐懼。

因此，「新史學」的蓬勃發展，反而導致「歷史之死」的危機。 

該文認為不論新舊史學皆將歷史寄託於文字、實物等等歷史遺跡上，是對於歷

史的錯誤定義，正確的歷史定義應以所有事實作為範圍，而不以歷史遺跡為限，並

以此展開對於歷史的性質、主體範圍、功能等等的探討。該文認為歷史的性質具有

過去性、現在性與未來性，並不僅止於傳統史學所認為的過去性，或極少數史學家

認為的現在性而已；而歷史主體並不是僅有人類而已，歷史主體範圍應該要包括與

人類共同生存的畜生道有情，乃至完整的歷史主體則是十法界的一切有情。 

該文認為新舊史學將歷史寄託於文字、實物等等，必然導致後現代主義所質疑

歷史的斷裂、不連續、想像、不實等不可避免的問題；若歷史主體唯有人類，也必

然導致人類眼光的狹隘與短視， 後危害人類本身的生存。因此，不論新舊史學所

建立的史學皆是充滿不實、想像，是對眾生沒有利益的假史學，也是自身矛盾而導

致「歷史之死」的假史學。真史學則以十法界有情各自皆有第八識如來藏作為判斷

歷史主體的標準，如來藏的本體真實存在而能記錄一切業行，並且顯示名法（七識

心）與色法（物質）之間的規律。依於第八識如來藏的真實存在所建立的真史學，

才是符合法界事實真相的真正史學，才是有利益於一切有情的真史學。 

由於該文釐清歷史的基本定義、性質、主體範圍與功能，並且針對新舊史學皆

以名色作為內部邏輯的起點與終點，必然導致歷史產生斷裂、不連續的矛盾與不一

致提出批判。該文提出以第八識如來藏作為史學內部邏輯的起點與終點，能使歷史

不再產生斷裂、不連續的矛盾與不一致，重建史學的堅實基礎與架構，足令史學起

死回生。因此，本篇論文不但具有學術創見，而且深具開創性，未來將對史學產生

根本性的影響，使歷史學從危害有情的假史學時代，邁向利益一切有情的真史學時

代。 

白志偉與蔡禮政合著的〈史權、史責與史家〉，探討新舊史學家著作史籍係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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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事實中挑選部分事實而記述之；此種挑選事實的權利，即是史權。該文認為史學

家應該為史權的實踐負起史責，而史權與史責亦是因果對應關係的一種；新舊史學

家著作史籍，多是錯誤地建立欲界愛中我所的價值與意義，導致人類彼此不擇手段

地爭奪世間名聞利養而征戰不已的情形加劇，這是史學家所必須負起教唆人類征戰

的責任，而且不能逃脫於法界因果律則之外；不管他們信不信有因果律則存在，法

界的事實就是這樣如實的呈現與紀錄。在此也提醒史學家面對法界的實相，使真正

的歷史可以真實呈現而增上其利益有情的功能，達成以古鑑今而利益有情的功能，

亦是真史學的一部分。因此史學家在行使史權的同時，必須對於應負的史責具有正

確的認知。該文認為過去的史學家實踐史權，研究歷史事實、發現歷史規律時，眼

光乃是極為狹隘而短視，僅以極短暫的數千年人類歷史，卻想推演整個法界的歷史

規則，於是經常產生錯誤的結論。因此，一切史學家皆應該學習並宣揚真史學，以

實證的方法擴大自己與一切有情的眼界，提昇有情在法界中的功德，才是史學家應

盡的史責。 

該文依於史學家挑選歷史事實的史權概念，擴充史家的範圍以吻合十法界有情

的真實相，才能究竟成就真史學。換個層面來說，如同記載過去歷史的史學家一般，

現代新聞從業人員與傳播從業人員，皆在每日發生的種種事實中選擇部分事實作為

新聞而傳播之，因此也都是實行史權的史學家，也都應該遵守史學家的道德倫理規

範，同樣也必須負起相對應的史責。從史權的概念再擴大之，則人人皆在生存的過

程中，選擇部分事實而對其認知，並且依此認知而造作種種事業，所以人人皆是史

學家，也都應該為自己選擇認知的事實，負起史責。該文探討史權、史責與史家的

範圍，皆是史學界以往所忽略的領域，因此該文亦深具創見與開創性，是史學界難

得一見的佳作。 

高惠齡與蔡禮政合著的〈佛學研究與歷史想像—以阿含部經典略評呂凱文〈從

兩類《央掘魔羅經》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探討佛學研究應該以佛教

的教理為核心，不應該以歷史想像及錯會文字後的判斷作為核心，並以呂凱文的系

列論文作為舉例與評論的對象，顯示史學研究方法若以歷史想像、法義想像為核心，

必然產生種種的謬誤。該文認為呂凱文主張「聲聞乘與聲聞經是大乘與大乘經的宿

主」，預設小乘聲聞的歷史先於大乘菩薩的歷史，是預設立場而作先判的「大乘非佛

說」的錯誤歷史想像，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阿含經》所記載的歷史事實是：

佛陀先成佛之後，才宣說小乘聲聞法，不是先宣說《阿含經》小乘聲聞法以後才成

佛；而佛陀本身是世世修習菩薩道而成佛者，不是世世修習聲聞解脫道而成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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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陀本身就是大乘菩薩法道 高的果證者，當然不該如呂凱文所說的只懂《阿

含經》解脫道的阿羅漢，而是真實已成之佛；而且佛陀的繼位者並不是聲聞阿羅漢，

而是彌勒菩薩。這些都是三乘共許的歷史事實，由此便足以證明「大乘非佛說」之

主張只是歷史想像，而非歷史事實。《阿含經》既已記載彌勒菩薩將於未來世成佛，

是釋迦佛陀的繼位者，則已顯示聲聞阿羅漢的修證遠遠不如彌勒菩薩；此亦顯示三

乘賢聖同聞大乘經典的事實，證明小乘聲聞亦是大乘經的聽聞者，只是因為沒有實

證大乘法而聽不懂大乘菩薩法，故不能成就念心所，無法詳記大乘經的內容，所結

集出來的大乘經典必然非常簡略而唯有名相。因此，只有在「大乘法與大乘經是聲

聞乘與聲聞經的宿主」的歷史事實作為前提下，歷史事實與佛教教理才能達到一致

性而沒有任何矛盾存在，這樣才是完備而且符合事實的佛學研究，才能符合佛法弘

傳的真實歷史。 

除此之外，該文認為呂凱文預設佛教的小乘聲聞與大乘菩薩二者間只存在著不

可共量性，也是無知於歷史事實與佛教教理的錯誤觀念。因為佛教教理存在著至少

四種位階的共量與不共量，但是只有一種大乘典範存在，小乘只是大乘入門的初階

而非典範。四種位階從 下階到 上階為：六凡業道眾生、小乘聲聞（含攝緣覺）、

大乘菩薩與佛陀。其中 下階六凡業道眾生的境界，是四種位階皆可共量的境界，

小乘聲聞的境界是小乘聲聞、大乘菩薩與佛陀等三種法道有情皆可共量的境界，如

此依序類推；反之，佛陀的境界具有其餘下三階所不可共量的性質，菩薩的境界具

有餘下二階所不可共量的性質，如此依序類推。而小乘聲聞、大乘菩薩與佛陀三個

位階，是三種並立的階梯，是適應於五濁惡世眾生根器，可以循序漸進往上修行的

階梯，而以佛陀為唯一的典範，並沒有典範轉移或消滅的問題。 

該文對於呂凱文論文所採用史學研究方法的錯誤前提，以及方法運用上專業不

足的現象，提出種種精彩的評論，不但具體可見現代西方史學方法的不足與錯誤的

前提假設，亦可一睹真正不掉入歷史想像的佛學研究所應具備佛法知見的專業性。

該文對於佛教教理的闡述，以及對於史學研究方法的評論極富創見，亦是值得肯定

的作品。 

根據上述三篇論文的簡介可知，新舊史學對於歷史本身的定義、性質、主體範

圍與功能等等 基本的內涵，不但不能正確認知與建立，而且所採用的史學理論與

方法也無助於反思史學的困境，而尋得解決之道。由此可見，歷史學是目前人類發

展過程中，仍然只是一門粗具雛型而尚未成熟的學科，因為人類可知的歷史只是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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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短暫的數千年而已。這樣一門粗具雛型而尚未成熟的學科，其採用的研究方法也

是極為幼稚而令人啼笑皆非。因為法界的事實真相中 關鍵而且是史學中 切身的

事實與命題是：是否存在第八識如來藏作為一切生命的基礎？而這樣關於存在與否

的命題，絕非只以極為幼稚的史學研究方法—「對比」古今中外的文獻—所能解決，

特別要指出的是絕非取材於古時凡夫所寫下的文獻所能解決，也不是分析語源發

展、語意邏輯等等解讀文字的史學方法所能解決。 

實證佛教所宣說的聲聞解脫法門，或者菩薩實相智慧法門，乃至佛地的福德智

慧雙具的境界，皆是以第八識如來藏真實存在，作為親證聲聞解脫、親證菩薩實相

智慧，或者成就究竟佛道的基礎。因此，只有實證的方法，才能補足佛教史學乃至

世間史學的研究方法；凡是不採用實證方法，僅以實證方法以外的史學方法—特別

是以文字訓詁的方法—進行的佛學研究、歷史研究或者哲學研究，皆不能真正完整

的解決問題。本期學報三篇關於歷史學的論文所申論者，正好顯示這樣的事實。祈

請佛教界與學術界的賢達人士，共同思考其中的道理，並齊步邁向親證解脫與智慧

的真史學境界。 

總編輯 

白志偉  謹識 

公元 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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